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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个本质性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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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质及其彰显的生命力和

优越性，进而深入思考并科学把握“中国之治”背后的“中国之制”这一“制”胜
之“道”，就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 3 个本质性维度。从
指导思想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

从领导主体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从

实践效果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践证明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

大优越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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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长期向好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在
“制度”和“治理”方面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全会首次
明确梳理总结、提炼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 13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深刻揭示了支撑“中国之治”背后的“中国之制”及其“制”胜之“道”，充分彰显了制度之于治理
和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

现。”［1］如果说制度是而且应该是治理的根本遵循和依据的话，那么，治理及其效能就应该成为
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包含着前后相继、持续推
进的两个半程。在“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在“后半程”，我们
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在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一整套更完备、
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深刻认识并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必须紧
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指导思想维度、领导主体维度、实践效果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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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之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特
色在指导思想层面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优势在指导思想层面的体现。马克思
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指出: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
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中国，面对空前深重的民
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

真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3］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认识工
具和强大思想武器，其中包括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就了百年伟业。在新时
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毫不动摇地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我们知道，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不断演进发展的客观规律，为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不能丢也丢
不得，丢了就丧失了根本、迷失了方向。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
候，中国的一切大变化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不可
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兴则中国兴，中国兴则马克思主义兴。事实胜于雄
辩，彪炳史册、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已经有力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危机论”。前车
之鉴，后事之师。当年的“苏东剧变”，尽管导致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众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在指导思想层面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最终酿成

大祸，走上不归之途。在“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之际，邓小平同志
依然坚定地指出: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
学。”［4］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历史和现
实都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是伟大的
认识工具，同时也致力于“改造世界”，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尽管物易时移，但谁也不能否认，时
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理论的伟力，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马克思主

义具有坚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人民性，它不是供少数人自娱自乐、自我欣赏的书斋里的学问，
而是为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人类解放而孜孜以求、不懈探索的科学理论。在关于制度和人
民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 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规定”［5］，在其
现实性上是“人民自己的作品”［6］，换言之，不是制度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制度。制度是人
创造并为人所用的，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交往的必然产物。对此，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哈贝马斯也曾指出，制度是人们在追求“目的理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交往共识”的体现，是人
们交往、互动的必然产物［7］。既然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人民当然有权
为自己建立健全适合人自身发展的新的国家制度。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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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自己的意志的体现，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作品，是中国人民进行自我创造、自主创新的产
物。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最大限
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们必须把
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8］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强调指出，要不断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要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
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的信赖、支持和拥护”，是国家制度的“深厚力量源泉和牢固政
治基础”［9］。
再次，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性。众所周知，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思想理论得以萌生发展完善
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经过实践的检验。
同样，实践也是制度得以孕育形成的源头和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扎根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并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同时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行稳致远保驾护航。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10］，而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
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制度。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
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12］因此，我们必须谨记，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实践过程
中，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普遍真理”［13］，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创造性地开辟新思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我
们已经开辟并形成了“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良性互动的制度创新机制，既
重视并善于对成功的实践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思考，使其实现从实践形态到理论形态的转

化，同时又重视并善于运用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理论引领并指导新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
重视并善于把实践中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方针、政策以及行之有效的具体做法及时地提升转化
为支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规范。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性

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经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洗礼而长久不衰、历久弥新，时至今日
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的一条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

的教条，而是不断向现实、实践、人民、时代开放的科学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理论品格。正
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
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4］。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
展和完善都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

可能一劳永逸。”［15］正因为如此，与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安排相适应，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三步走”的总体发展目标［16］及其阶段性的
发展目标。就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言，第一步，到“第一个百年”即建党 100 年的时
候，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都取得明显的成效;第二步，从“第一个百年”
到 2035 年也即第一个 15 年的时候，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制度的现代化

·91·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三步，从 2035 年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也即第二个 15
年的时候，我们将全面实现制度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
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17］。

二、领导主体之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和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 “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
度”［18］，同样，没有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领导主体的维度
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制度，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之特色在领导主体层面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优势在领导主体层面的集中

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并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9］。在这里，“两个最”的概括非常清晰地描述并
深刻地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两个基础性、前提性和根本性的大问题。第一个问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特”，“特”在何处? 第二个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
“优”，“优”在何处? 答案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
势”是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全面概括的话，那么，党的领导则是侧重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点概括。这两个概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党的领导是贯穿于诸多显
著优势之中的首要优势、最大优势。在这里，“两个最”的概括犹如点睛之笔，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犹如一束普照的光，有了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会被真正激活从而真正发挥出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根本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20］。历史和现实已经
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21］，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和
人民幸福，才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成功开创、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使得中国
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之治”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就了“中国之治”。
巴西学者奥利弗·施廷克尔在《中国之治与世界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之治’作为一个成功
样板已经在全球完美树立”，中国共产党“这台完美运作的政治机器，到今天更加彰显出了她的
大气磅礴和组织优势”［22］。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且能“干成事”的
伟大政党，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伟大政党，是一个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时代”落后面貌、同时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
光明前景的伟大政党。“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就等于抓住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点和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
定，没有乱? 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
‘定海神针’。”［23］中国共产党兴则国家兴，中国共产党强则国家强。因此，我们务必要保持头
脑清醒，一定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2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5］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和无
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具备素质、最有资格成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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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2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已成为全党和中国人民的普遍

共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概括出许多条，那么最根本的一条毫无疑问就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座宏伟无比的大厦的话，那么，中
国共产党一定是贯穿其中不可或缺的总的骨架，而党中央就是这座大厦的顶梁柱［27］。因此，
“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28］，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
各方面、各环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起

“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党的领导制度居于统领和支配地
位，发挥主导和决定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
制度”［29］。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实质上呈现出了“众星捧
月”的总体格局，这“众星捧月”的“月”就是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中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30］，而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一
切的”［31］。换句话说，在这个复杂系统中，党的领导是核心，是中轴，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
其他的各个子系统同样一个都不能少，都是整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各负其责，
保持“自转”，同时又相互配合，坚持“公转”。在这里，形象地讲，如果说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就如
同一个大棋局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党中央就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其地位不可撼动。因此，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党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根本领导制度体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
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3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首次明确使用“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提法，并且明确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置于整个制度系统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第一位，进一步强调并凸显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整个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的中轴地位。

三、实践效果之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践证明了的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主体优势中，最终还要体现在制度执行、制度落实的治理效能、实践效果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不优越，效果好不好，说到底还应该而且必须接受

实践的检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一套“行得通”的制度，
也是一套“真管用”的制度，更是一套“有效率”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洗礼，经受住了和平与发展的考验，而

且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两大奇迹”: 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一个是社会长期稳
定。这“两大奇迹”，可谓是世所罕见。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相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三次伟
大飞跃”，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三次伟大飞跃”可谓是举世瞩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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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变”“西方之乱”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之治”越来越展现出“风景这边独好”
的局面。当然，这一定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国家
制度即“中国之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放眼全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下，战争时有发生，不确定性、风险、变量日益增多，可谓危机四伏、暗流涌动，国与国之间的较量
和竞争也随之日益激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当今世界的国际比较中
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 “中国已经开始展示出一种与西方不同
的、诱人的发展模式”［33］。巴西著名学者施廷克尔强调:“西方之乱”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和平发
展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相比之下，“中国之治”却明显增加了全球的稳定性，为全球提供了参
考样板，它不仅让中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东方大国再次焕发了更大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给
人类制度和文明的演进提供了另一种可能”［34］。历史与现实已经深刻地证明，“中国之治”的
奥秘就是“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正是“中国之制”。同样，面向未来，我们可
以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
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先进制度。在“历史向世界历

史转变”的全球化时代，各国各种制度之间的交流、交往、交锋都不可避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土壤，也不能自我孤立于世界各国而独自发展。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有定力、有主见，决不能自失主张、自乱阵脚，自觉不自觉地用
西方国家那一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来衡量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35］换句话
说，我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制度的“搬运工”，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更不能以西
方制度的标准任意裁剪中国制度。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如果我们“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
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

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36］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也不应该是制度的“独立王国”，我们不能闭目塞听，而是要学会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
善于借鉴和汲取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那些积极的进步的制

度因素，从而使得我们的国家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7］。但是，大胆借鉴人类制度文明
成果并不等于“照单全收”。那些曾经对西方制度模式完全采取“拿来主义”的国家，大多数最
后都不可避免地沦为西方的附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必须扎根中国土壤，
“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
照搬照抄”［38］，否则，会导致水土不服，可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画虎不成反
类犬”，甚至会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葬送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还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

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和任何其他的社会制度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不是
也不应该被视为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9］同样的
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生成并完善于不断变革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我们要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中固然“还不是尽善
尽美、成熟定型”［40］的制度体系，但是，它是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41］，这种不断
自我完善的能力确保了其在实践层面的蓬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坚持和完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坚定“制度自信”。当然“制度自信”不是“制度自
负”，也就是说，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决不能妄自尊大、自我膨胀，也不能固步自封、自我满
足，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42］，在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
制度的基础上，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从而“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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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三个本质性维度即指导思想维度、领导主体维度和实
践效果维度，要求我们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必

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必将更加显示出“中国制度”的力量，不但会推动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人类社会探索更美好的制度继续贡献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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